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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视角，研判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并预测中国未来 20 年的经济增长
速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传统测度指标进行完善，基于 1978—2012 年省域数据，利用非参数面板模型
均值估计和逐点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
高度化都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但无论采用合理化还是高度化指标，结构调整效应的产出弹性均随产业结构

的调整、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的增加而呈现“倒 U 型”动态演进过程。当前，中国整体正处在“倒 U 型”曲线的拐
点，面临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变的困境。经济增速的预测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将在 2013—2017 年进
入“7 时代”，在 2018—2022 年进入“5 时代”甚至“4”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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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al Slowdown
Han Yonghui Huang Liangxiong Zou Jianhua

Abstract:With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it studies the advent of the era of China＇s economic
structural slowdown and forecasts economic growth rate of China in the coming 20 years． Firstly，it improves traditional
indicators which measures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Furthermore，basing on the data of
China’s provinces from 1978 to 2012，it uses the method of mean and point-wise estimation in nonparametric panel data to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rational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both accelerat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ignificantly．
However，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supererogation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trend with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ccumulation of capital and increase of labor． China is on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curve，facing the dilemma of transition from Structural Acceleration to Structural Ｒeduction． By
forecasting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it indicates tha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would enter“the era of 7”in 2013—2017
and“the era of 5”even“the era of 4”in 2018—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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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年均 9. 5%的高速

增长后，增速出现放缓迹象，进入 2012 年，国内生产
总值( GDP) 增长 7. 8%，2013 年为 7. 7%，2014 年进
一步放缓至 7. 4%，这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经
济增速放缓的普遍忧虑，部分学者提出了中国即将

进入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减速”阶段 ( 袁富华，
2012) ［1］。在 2014 年 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
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现在处于增长速度换挡

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刺激经济政策负作用的消化
期，其中，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
济是否真的步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 是否进入
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时代? 如果步入了

“结构性减速”阶段，中国经济在未来 15 ～ 2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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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速为多少? 这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所需研究与回

答的重大问题。
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红利被认

为是成就“中国增长奇迹”的关键因素 ( Peneder，
2002［2］; 干 春 晖 和 郑 若 谷，2009［3］; 林 毅 夫，
2011［4］)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产业结构的不断调
整、优化与升级，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的重新转移配
置、在同一部门的合理协调和高度升级，保证了中国
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

国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论断最早可

追溯到的二元经济古典模型，它也是 Maddison
( 1987 ) ［5］增长核算模型的核心观点。进一步，
Eichengreen等( 2012 ) ［6］提出经济体在长期发展过
程中，存在产业结构调整的产出效应的“加速”
( Accelerations) 和“减弱”( Collapses) 过程。陈体标
( 2008) ［7］从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和城乡劳动力转移
的角度，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了产业结构产出效应的

“驼峰形”变化:发达国家激烈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
已经完成，其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中等收入国家因为

正经历着激烈的产业结构升级，所以有较高的经济

增长率;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初期，因

此增长率较低。
上述文献，虽有不少学者认可产业结构和经济

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动态关系，认为产业结构调整

是主导区域经济增长增速的关键要素。但是，这些
研究往往只是做定性描述和诠释，或仅是纯理论的

模型推导而缺乏实证支撑。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仅
采用二、三产业占 GDP比等简单比例指标来验证产
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稳健且有效的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定量指标。另外，相关的
实证分析也多采用线性参数计量模型( 干春晖和郑

若谷，2009) ［3］，只能估计出产业结构调整的产出效
应在样本考察期内的均值，难以捕捉产业结构调整

的产出效应的变化机制与动态路径，且参数计量模

型也由于模型设定偏误、多重共线性等问题，降低了
实证结果的可信性。
针对上述文献的不足，本文首先尝试构建改良

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分析中国整体和

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升级演进;其次，为解决

线性参数模型不能刻画动态变化和模型设定偏误等

问题，构建非参数面板计量模型，对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估计;再次，使用

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描画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

度化的产出弹性随产业结构调整、资本积累和劳动
投入的增加而动态变化的过程，分析其中的作用机

制，判断中国整体和各省区在由“结构性加速”向
“结构性减速”动态发展进程中所处的阶段。其后，
结合实证估算的产出弹性，预测中国未来 20 年的经
济增长速度; 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

建议。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定量指标
要回答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呈何种关

系，首先要解决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程度的度量问题。
本文遵循以往文献的思路( 刘伟等，2008［8］; 干春晖
等，2011［9］) ，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
度化指数对中国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予以定量测算。
(一)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的构建

关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产业结构协调说、产
业结构功能说、产业结构动态均衡说和资源配置说
四种理论。但相关理论多是概念性抽象描述，缺乏
实用性，难以应用于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实践。
资源配置说认为结构合理化应着眼于要素资源在产

业间的配置、协调和利用效率，有一定的定量操作
性。学界也主要遵循资源配置说实证研究，以要素
投入和产出结构的耦合程度度量结构合理化，即产

业结构偏离度: E = ∑ n

i = 1 ( Yi /Li ) / ( Y /L) － 1 =

∑ n

i = 1 ( Yi /Y) / ( Li /L) － 1 。其中，Y是总产出，L为

总劳动投入，i表示 i 产业部门，n 为产业部门总数。
古典经济学认为，当经济体处于最优均衡状态，各产

业部门生产率( Yi /Li ) 将相等，也即 Yi /Li = Y /L，从
而 E = 0。也即若变量 E值越接近 0，则经济越接近
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合理;若 E值越大说明产业经
济发展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但是，
结构偏离度指数忽视了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重要程

度的差异，本文尝试把合理化指标改进为 SＲ =

∑ n

i = 1
( Yi /Y) ( Yi /Li ) / ( Y /L) － 1 ，既保留产业结

构偏离指数的优点，又通过产值加权反映了各产业

的重要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 SＲ 值越接近 0，
说明经济体越接近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合理。
(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的构建

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理论内涵突出表现为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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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关系的改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是指
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技
术密集型产业的顺次转换，或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

附加值产业转变，或由制造初级产品产业占优势向

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产业占优势的转换;另一方
面是传统产业生产技术的持续升级创新或产品技术

含量的提高。学界常遵循高度化的理论内涵进行定
量:①以各产业比例关系来反映产业结构高度，如根
据克拉克定律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
结构高度的度量，如干春晖等( 2011 ) ［9］。②以各产
业部门产出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

高度的度量，例如周昌林和魏建良( 2007) ［10］、刘伟
等 ( 2008 ) ［8］。本 文 将 指 标 改 良 为 SH =

∑ n

i = 1
( Yit /Yt ) ( LPit /LPif ) ①，其中，Yit代表 i产业在

t时的总产出，LPit为 i 产业在 t 时的劳动生产率，
LPif为 i产业在完成工业化后的劳动生产率，终点的
选择标准参照 Chenery 等( 1986) ［11］，n 为产业部门
总数。劳动生产率高的产业产值占总产出的比重越
高，说明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SH的值越大。
(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描述统计

使用上述测算方法进行数据运算后，得出全国

和东、中、西部地区各省区历年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
度化的描述统计。可概括为: ①1978—2012 年，无
论是全国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分析，无论是产业
结构合理化还是高度化，产业结构的总体趋势都在

不断优化升级。②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较中部和西
部地区而言，更为合理和高级，产业结构水平正向发

达工业化国家行列迈进。例如，现代服务业发展较
快的上海、北京、天津三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发展指标均排名前三，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 参照

Chenery等( 1986) ［11］标准) 。③西部地区产业结构
合理化的优化速度总体快于中部地区。这可能源于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规划调配下，西部地区更注
重产业间的协调发展，要素资源的产业布局更为均

衡合理;另可发现，中部地区在 1998 年前后，产业结
构合理化指数有所放缓甚至出现反复，这印证了

“中部洼地”的现实困境，加强东、中部地区的合作，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可能

是实现“中部崛起”的正确战略选择。④就产业结
构高度化而言，中、西部地区某些省区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增速不但快于中西部地区各省，绝对水平已反

超了东部地区某些省份，如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山
西、吉林和西部的新疆等。深入分析可发现这些省
区多为资源大省，产业结构高度的迅速提升可能与

其“资源经济”的发展模式有关。注意到，这些省区
高度化的跃进皆发生于 2000 年之后，相伴随的是这
些省区资源的加速开发以及一波近十年的国际资源

价格上涨周期。未来，资源大省或应更注意“资源
诅咒”或“荷兰病”对其产业竞争力的威胁。应继续
把握国际先进服务产业转移的契机，使东部地区产

业结构在持续调整中更趋合理化和高度化; 同时继

续落实“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
等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使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升级。

三、实证模型与方法
本部分使用非参数计量模型探索中国产业结构

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判断中国经济增长所

处的“结构红利”阶段。
(一)模型与估计方法

在估量经济增长结构效应的实证文献中，学者

常将结构变动指标添加到柯布 －道格拉斯( C-D) 生
产函数( 干春晖等( 2011) ［9］) ，并把面板数据实证模
型设定为:

ln( Yit ) = αi + βln( Kit ) + γln( Lit ) + λln( Sit ) + εit

( 1)
其中，Yit为 i 地在 t 期的人均产出，Kit为资本投

入，Lit为劳动投入，Sit则代表结构变动，αi为个体效

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通过面板数据估计，可估计出
该模型变量的系数 β、γ、λ，即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
出弹性和结构效应产出弹性。
然而，上述模型存在三点不足。首先，由于影响

某地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完全相同，若要剔除众多因

素的影响，把产业结构变动对该地经济增长的作用

效应单独分离出来，基于线性参数估计模型，一般可

通过加入控制变量，以剥离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得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偏回归效应。但是，由于
影响因素繁多，该采取哪种模型设定，该采用哪些控

① 改良的高度指标可判断一国不同时期的工业化进程，解决
了量纲问题，同时也避免了因工业化始点引入而使发展中国家指标

为负值的缺陷，在刻画产业间比例变化的同时，也将产业生产率的

变化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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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容易使实证检验带

有主观性。对真实模型函数形式的错误设定( 包括
线性参数设定) 更会带来有偏和无效的系数估计

值，得出可信度不高的假设检验结果。其次，变量间
的多重共线性在线性参数估计模型中一直是棘手的

难题，而实践中资本、劳动和产业结构变量却又往往
相关性较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线性参数模型所
估计的系数表示的是解释变量作用于被解释变量的

平均效应，该均值不能随解释变量的变动而动态变

化。但事实上，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是一条从低收
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动态连续频

谱( 林毅夫，2011［4］) ，参数估计难以检验产业结构
优化对经济增长边际影响( 结构效应产出弹性) 分

别关于产业结构水平、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的变
化而变化的动态过程，更不能完整刻画出该过程中

“结构性加速”或“结构性减速”的动态路径。
相反，非参数模型对模型的形式没有过多限制，

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灵活性，还克服了独立变量的

多重共线问题，通过非参数逐点估计能得出各要素

产出弹性随产业结构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变
化的动态趋势。所以，本文将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
设定为:

ln( Yit ) = αi + f［ln( Kit ) ，ln( Lit ) ，ln( Sit) ］+ εit ( 2)
式( 2) 中，αi为个体效应，变量定义同式( 1) ，i =

1，2，…，n; t = 1，2，…，T。本文的省域面板数据中，n
=30，T = 35。f( ˙，̇ ，̇ ) 是一个未知函数形式的
三元函数，只需光滑性假定。非参数模型仅用资本
存量、劳动力投入和产业结构优化指数作为解释变
量，并未加入多余的控制变量。诚然，在理论上可加
进更多的控制变量以分离出结构变动的影响，但越

多的解释变量，越容易受“维数的诅咒”( the curse of
dimension) 影响。所以，虽然有可能存在未能理想
地分离部分单独影响的误差风险，但非参数估计由

于不要求设定模型的具体形式，这样又正好解决了

参数估计因设定错误而带来的非一致性和非有效性

问题。
使用 Ullah 和 Ｒoy ( 1998 ) ［12］、Henderson 等

( 2008) ［13］关于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的方法可对上
述模型进行估计，即设定矩阵 X、Y，使 yit = ln( Yit ) ，

xit =［ln ( Kit ) ，ln ( Lit ) ，ln ( Sit ) ］，对函数 f ( ˙，̇ ，
˙) 在点 x = ( x1，x2，x3 ) =［ln( K) ，ln( L) ，ln( S) ］处
局部线性化，式( 2) 转化为:

yit = αi + f( x) + ( xit － x) δ( x) + εit ( 3)
式( 3) 中，δ( x) =［β( x) ，γ( x) ，λ( x) ］T3 × 1是列

向量。β( x) 、γ( x) 和 λ ( x) 为 f ( ˙，̇ ，̇ ) 的三个
一阶偏导数函数，即f( x) /x1、f( x) /x2、f( x) /
x3 ( 可简记为 f1 ( x) ，f2 ( x) ，f3 ( x) ) ，依次代表资本的
产出弹性函数、劳动的产出弹性函数和结构效应的
产出弹性函数。εit包含了局部线性化的其他余项。
对式( 3) 可作变换:

yit － 珋yi· = ( xit － 珋xi·) δ( x) + εit － 珔εi· ( 4)

其中，珋yi· = 1 /T∑ T

t = 1
yit，珋xi· = 1 /T∑ T

t = 1
xit，珔εi·

= 1 /T∑ T

t = 1
εit。可将式( 4) 加权最小二乘解定义为

δ( x) 的 估 计， 也 即 δ̂( x) 是 ∑ n

i = 1∑
T

t = 1

［yit － 珋yi· － ( xit － 珋xi·) δ( x) ］
2K［( xit － x) /h］最小

化问题的解，其中，K( ˙) 为核函数，h 为窗宽，δ( x)
函数的非参数局部线性估计量是:

δ̂( x) = ∑
n

i = 1
∑

T

t = 1
( xit － 珋xi·) '( xit － 珋xi·) K

xit － x( )[ ]h

－1

∑
n

i = 1
∑

T

t = 1
( xit － 珋xi·) '( yit － 珋yi·) K

xit － x( )[ ]h
( 5)

由非参数估计式 ( 5 ) 可知，通过核函数的加权
平均，解决了 C-D 生产函数实证模型中解析变量间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作为研究资本、劳动和结构优
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效应的有力工具。
由 δ( x) 的定义式有:

β̂( x) = ( 1，0，0) δ̂( x)

γ̂( x) = ( 0，1，0) δ̂( x)

λ̂( x) = ( 0，0，1) δ̂( x) ( 6)
式( 6) 分别表示 f( ˙，̇ ，̇ ) 三个偏导函数在

x = ( x1，x2，x3 ) 的估计值。非参数面板固定效应模

型①与参数模型的区别在于，估计值 δ̂( x) 是关于 x
的函数，表示各解析变量对被解析变量的边际作用。
按照上述非参数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得

到一阶导函数 δ̂( x) 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产出效应
分为两种情况讨论:一是，计算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

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即 λ̂( 珋x) 。为得到资本、劳动、

结构效应产出弹性平均水平的估计，需计算 β̂( 珋x) 、

① 面板数据有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两种，但 Wald
检验和 Hausman检验都显示本文适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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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珋x) 、λ̂( 珋x) 在样本均值 珋x的取值( 珋x = ［珋x1，珋x2，珋x3］，

珋xg = 1 /nT∑ n

i = 1∑
T

t = 1
xg，it，g = 1，2，3) 。二是，估计

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逐点影响，将

1978—2012 年样本分别按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资本
存量、劳动力数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所组成的区域
等分为若干个子区间，以这些区间的端点值作为自

变量 x，由式( 5) 和式( 6) 进行非参数估计。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采用 1978—2012 年 30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的数据

并入四川省以统一口径①。产业结构合理化 ( SＲ)
和高度化( SH) 指标参见上文描述; 经济产出指标 Y
使用各省市区人均 GDP表示，并采用各省市区 GDP
减缩指数平减( 2010 年为基期) ;劳动力指标使用各
省市区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 资本存量数据参考张

军等( 2004) ［14］的方法估算，并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
格指数( 2010 年为基期) 折算。数据来源于中经网、
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
编》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基于上节所建立的非参数模型，本节分别估算

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和逐点

影响。

(一)非参数模型均值估计

首先对 1978—2012 年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
数据予以非参数均值估计，得到产业结构优化对经

济增长的平均影响效应。在计量分析中，核函数选
用高斯函数，同 Ullah 和 Ｒoy ( 1998 ) ［12］、Henderson
等( 2008) ［13］选择标准，选择最优窗宽 h = an － 1 /9，其

中，a为正常数，分别取 0. 9、1. 2、1. 5②，对应窗宽为
h1 = 0. 41548、h2 = 0. 55398、h3 = 0. 69247。为进行对
比，本文也使用面板参数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估计

结果见表 1，β̂( 珋x) 、γ̂( 珋x) 、λ̂( 珋x) 分别为偏导函数
β( x) 、γ( x) 和 λ( x) 在 珋x处的估计。
由表 1 数据可知，非参数模型和参数模型的估

计结果都是显著的，并且两种方法在各要素产出弹

性估计值的影响方向上也是一致的( 皆为正值) ，平

均而言，资本产出弹性( 约 0. 6 ～ 0. 7) 和劳动产出弹
性( 约 0. 3 ～ 0. 4) 估计值的大小也与已有研究的结
论相仿，说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结构优化效应均
显著地支撑了中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所不同
的是，虽然非参数和参数模型对资本产出弹性和劳

动产出弹性估计值的大小相近，但是，无论对产业结

构合理化效应还是高度化效应而言，非参数和参数

模型对结构效应的捕捉都有所差别，参数模型较非

参数模型在结构效应产出弹性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

性水平上都存在较大程度的低估( 非参数模型估计

的结构合理化效应产出弹性介于 0. 101 ～ 0. 205，参

表 1 各要素产出弹性的非参数模型均值估计结果

估计方法 资本产出弹性 劳动产出弹性 结构效应产出弹性

合理化

非参数估计 β̂( 珋x) t值 γ̂( 珋x) t值 λ̂( 珋x) t值
a = 0. 9 0. 6487 82. 5630 0. 5299 10. 5830 0. 2050 12. 4820
a = 1. 2 0. 6668 84. 9940 0. 4779 9. 6327 0. 1399 8. 4625
a = 1. 5 0. 6706 85. 9200 0. 4838 9. 8227 0. 1094 6. 6213
参数估计 β t值 γ t值 λ t值

0. 6559 80. 7440 0. 4342 8. 2437 0. 0654 3. 7624
Wald Test F = 100. 25; Hausman Test Chi-Sq( 3) = 405. 00

高度化

非参数估计 β̂( 珋x) t值 γ̂( 珋x) t值 λ̂( 珋x) t值
a = 0. 9 0. 5724 52. 2970 0. 2673 7. 5322 0. 1928 13. 5560
a = 1. 2 0. 5805 52. 7060 0. 3822 9. 6259 0. 1689 11. 1050
a = 1. 5 0. 5871 52. 6910 0. 4424 10. 5760 0. 1515 9. 4743
参数估计 β t值 γ t值 λ t值

0. 6265 51. 9430 0. 3916 7. 6948 0. 0604 3. 1960
Wald Test F = 144. 08; Hausman Test Chi-Sq( 3) = 242. 69

①
②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原因，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指标未加入实证样本。
a值也可使用其他准则水平而选择不同的窗宽，如 a = 0. 6，Ｒule-of-thumb等等，但检验结果较相似，限于篇幅，本文只列示 0． 9、1． 2、1．

5 这三种水平下的估计值，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其他窗宽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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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模型则约为 0. 065; 非参数模型估计的结构高度
化效应产出弹性介于 0. 152 ～ 0. 193，参数模型则约
为 0. 060) 。之所以出现此结果，很可能是因为资本
和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更多体现为线性的影响机

制，而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则表现为一种波

动作用( 如国别长期数据样本是“结构性加速”和
“结构性减速”的动态过程) ，相对非参数模型，参数
模型对捕捉这种波动乏力。
从非参数模型均值估计的结果看，不同窗宽的

选择( a = 0. 9、1. 2、1. 5) ，资本产出弹性在结构效应

选择合理化和高度化下，均值估计 β̂( 珋x) 都比较稳
定;劳动产出弹性在结构效应选择合理化时，随着窗

宽的扩大而小幅减小，在结构效应选择高度化时则

随着窗宽的扩大而增大; 结构优化效应产出弹性在

结构效应选择合理化或高度化时，都随着窗宽的扩

大而减小。总体而言，各变量的非参数估计值随着
窗宽的改变而变化的幅度都不大，窗宽敏感性较小，

估计结果较稳健。
(二)非参数模型逐点估计

非参数计量模型较参数计量模型的优势，不仅

在于豁除了函数形式的限定，还可以估计在不同要

素配置情况下，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

的动态作用变化。上述平均水平的非参数计量估计
存在一点不足，即对产业结构优化产出效应的动态

变化趋势反映不完整，而偏导函数的非参数逐点估

计可刻画变量的变化趋势，弥补非参数均值估计的

不足。
我们以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为研究对象，对

上述模型的偏导函数予以非参数逐点估计。估计的
具体过程是，将各个解释变量( K、L、SＲ、SH) 样本的
最小值与最大值之间的区域 30 等分①，并应用式

( 5) 在每一等分点处估计 δ̂( x) ，进而可算出结构效

应产出弹性的逐点估计值 λ̂( x) 即 f3 ( ln( K) ，
ln( L) ，ln( S) ) ②。结构效应产出弹性 f3 ( ln( K) 、ln
( L) 、ln( S) ) 是关于 K、L和 S的函数，可以做如下实
证设计，固定其中两个变量( 固定值选样本均值) ，

则结构优化效应的产出弹性是剩下的第三个变量的

函数，通过非参数逐点估计就可以考察结构效应的

产出弹性随该变量变动而变化的趋势。具体设计可
见如下 3 个方案，估计结果区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
高度化效应。

方案 1:在 ( K，L，Si ) 各点处，进行非参数估计

f3［ln( K) ，ln( L) ，ln( Si ) ］，Si ∈［min( Sit ) ，max( Sit ) ］。

方案 2:在 ( Ki，L，S) 各点处，进行非参数估计
f3［ln( Ki ) ，ln( L) ，ln( S) ］，Ki∈［min( Kit ) ，max( Kit ) ］。

方案 3:在 ( K，Li，S) 各点处，进行非参数估计
f3［ln( K) ，ln( Li ) ，ln( S) ］，Li ∈［min( Lit ) ，max( Lit ) ］。

1．产业结构效应的产出弹性。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产出弹性随产业结构合理化

指数的变化而变动的情况，在表 2 第 1 列呈现。数
据③显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产出弹性随产业结

构合理化指标的下降( 即产业结构更合理) 而下降。
这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增长的边际促

进作用随着产业结构逐步合理而递减，这与学界关

于结构效应“倒 U 型”曲线的右半支的理论描述是
相符的④，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结构红利”在逐
步消退。
这种现象与发现符合发展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

理论。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之间协调聚合的程
度，也即产业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资源要素合理配

置和动态均衡的效应。它能提高生产力并促进经济
增长，但随着劳动、资本等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产
业结构从相对不合理向相对合理调整，结构扭曲的

不合理配置也被逐步纠正过来，各产业部门良性协

同发展，所以结构合理化的边际产出效应也将逐步

减弱。
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出弹性随高度化指数的变

化而变动的情况，在表 3 第 1 列呈现。数据显示，在
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相对较低时，产业结构高度化

对地区经济增长有加速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迅速

加强，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

减缓，边际影响递减，呈现“倒 U 型”的特征。产业
结构高度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高度化指

①
②

③
④

亦可选择其他等份，其结果是相似的。
事实上，应用非参数计量方法估计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关于各要素变化而变化的趋势也是可行的，因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

幅限制，这里不做详细分析，对相关实证结果感兴趣的可向作者索

取。
当 SＲ指数达到 1． 0 左右后渐趋平缓稳定的曲线。
由于省域数据的局限性，本文样本数据起自 1978 年，但我

们不排除，若选用更长时期的样本，该图像将是一条完整倒 U 型曲
线的可能，而事实上，相关假说已在数百年的国别数据样本中得到

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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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产业结构合理化产出弹性的非参数逐点估计

SＲ
f3 ( ln( K) ，

ln( L) ，ln( SＲ) )
t值 K

f3 ( ln( K) ，
ln( L) ，ln( SＲ) )

t值 L
f3 ( ln( K) ，

ln( L) ，ln( SＲ) )
t值

5. 4996 0. 3112 16. 966 2396 0. 4006 40. 075 93. 1 － 0. 2028 － 18. 815
5. 3110 0. 3058 16. 746 485450 0. 0566 3. 118 308. 4 － 0. 0965 － 11. 516
5. 1224 0. 3002 16. 515 968500 0. 1087 7. 371 523. 6 0. 0422 4. 093
4. 9338 0. 2942 16. 273 1451500 0. 1293 8. 697 738. 9 0. 1124 9. 716
4. 7451 0. 2879 16. 018 1934600 0. 1092 6. 797 954. 1 0. 1271 10. 424
… … … … … … … … …

0. 7840 0. 1151 7. 830 12079000 － 0. 3937 － 26. 380 5474. 5 0. 0383 1. 806
0. 5953 0. 1171 7. 587 12562000 － 0. 3935 － 26. 811 5689. 7 0. 0348 1. 626
0. 4067 0. 1171 7. 083 13045000 － 0. 3926 － 27. 186 5905. 0 0. 0313 1. 453
0. 2181 0. 1225 7. 727 13528000 － 0. 3913 － 27. 511 6120. 2 0. 0279 1. 285
0. 0295 0. 1247 10. 542 14011000 － 0. 3897 － 27. 792 6335. 5 0. 0246 1. 124
注:限于版面原因，只列出了前后 5 个点的情况，详细的逐点估计结果，读者可备索。

表 3 产业结构高度化产出弹性的非参数逐点估计

SH
f3 ( ln( K) ，

ln( L) ，ln( SH) )
t值 K

f3 ( ln( K) ，
ln( L) ，ln( SH) )

t值 L
f3 ( ln( K) ，

ln( L) ，ln( SH) )
t值

0. 0053 0. 0777 4. 877 2396 － 0. 2649 － 6. 479 93. 1 0. 1899 8. 414
0. 0396 0. 0775 4. 449 485450 0. 1117 6. 930 308. 4 0. 2832 15. 847
0. 0739 0. 1019 6. 842 968500 0. 1638 11. 283 523. 6 0. 3321 20. 969
0. 1082 0. 1411 9. 696 1451500 0. 2176 13. 686 738. 9 0. 3060 20. 263
0. 1425 0. 1712 11. 701 1934600 0. 2464 14. 069 954. 1 0. 2679 18. 041
… … … … … … … … …

0. 8628 0. 1521 8. 935 12079000 0. 0893 4. 018 5474. 5 0. 1459 9. 472
0. 8971 0. 1504 8. 719 12562000 0. 0823 3. 725 5689. 7 0. 1461 9. 467
0. 9314 0. 1487 8. 512 13045000 0. 0756 3. 439 5905. 0 0. 1463 9. 464
0. 9657 0. 1470 8. 312 13528000 0. 0691 3. 160 6120. 2 0. 1465 9. 462
1. 0000 0. 1453 8. 119 14011000 0. 0628 2. 886 6335. 5 0. 1467 9. 462
注:版面原因，只列出了前后 5 个点的情况，详细的逐点估计结果，读者可备索。

数 SH位于 0. 211 ～ 0. 314 附近时最为强烈，边际影
响因子峰值达到 0. 195。
这种现象可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本质内涵

予以解释。一方面，从各产业比例关系的改变看，由
于工业化革命和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发展的重心从农

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被重新配置到生产效率相对更高的工业经济

部门，从而促进了整个经济体生产率的提高。但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要素资源被再

次配置，使其由生产率水平增长较快的工业部门向

增长速度相对较慢的服务业部门转移①，使经济增

速开始减缓( Maddison，1987［5］) 。另一方面，从各产
业劳动生产率的增加看，产业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

发展中国家离技术前沿比较远，可以通过技术模仿

或技术转移来选择利用适合其要素禀赋结构的技

术，而不是自己重新进行技术自主研发 ( Krugman，
1979［15］) 。显然，技术模仿的成本比自主创新的成
本低，因此，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开始阶段，劳动生

产率进步的加速度比较快，经济增长率也相应较高，

随着一国产业结构的不断高度化，其离技术前沿的

距离也越近，不但技术模仿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可

供模仿的技术也越来越少，劳动生产率进步的速度

相应减慢，经济增长率也趋于放缓。
我们进一步借助上述结果，对中国整体和各个

区域的经济增长态势进行产业结构高度化层面的机

制分析。从整体看，2012 年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
SH为 0. 290，说明目前中国整体产业结构高度化进
程正处于峰值附近。这也从实证数据上验证了，随
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整体上已走完

“结构性加速”过程，并正面临着“结构性减速”的困
境( 袁富华，2012［1］) 。中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演化
进程这一时点，与 ( 张平等，2011［16］) 所述及的“城

① 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比工业生产率低的理论被称为“鲍莫
尔—福克斯假说”，已在国别经验数据中得到普遍验证，该观点目前
在学界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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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关键时期”( 城市化率 50% ) 的减速门槛也是相
印证的①。
从区域空间布局看，基于上述测算的 2012 年中

国各省市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仍在“结构红利”
拐点之前的“结构性加速”阶段( 高度化指数 SH 小
于 0. 211) 的省区是贵州、安徽、四川、河南、甘肃、广
西、江西、云南( 按与拐点距离由远到近排列) ; 处在
“结构性加速”波峰阶段 ( 高度化指数 SH 介于
0. 211 ～ 0. 314 之间) 的省区有西藏、湖南、湖北、青
海、河北、海南、宁夏、山西; 已进入到“结构性减速”
阶段( 高度化指数 SH大于 0. 314) 的省( 市) 区有福
建、陕西、浙江、山东、黑龙江、广东、辽宁、江苏、新
疆、吉林、北京、内蒙、上海、天津。整体而言，结构优
化的产出效应呈现了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地区依

次动态演进轮动的空间梯度特征，与中国近年经济

增长的两大典型事实是相吻合的。其一，在率先
“结构加速”影响下，东部 10 省市经济总量占全国
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42%逐步上升至 2005 年
的 55%，但在 2005 年后也率先“结构减速”，经济增
长呈现放缓趋势，经济总量占比逐年下降并在 2012
年降至 51%。其二，衡量省际经济差距的人均 GDP
的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也呈现出 1990 年代后迅速
拉大，到 2005 年后又逐渐缩小的总体趋势，同样印
证了上述结构性增长的空间梯度演进过程。

2．产业结构效应的资本、劳动要素弹性。
结构效应产出弹性随着资本要素而变化的趋势

分别见表 2 和表 3 的第 2 列。结构效应选择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实证结果都显示，在资本存量

较小时，结构效应产出弹性的趋势线较为陡峭，并迅

速达到峰值( SＲ( 0. 129) ，SH( 0. 256) ) ，之后随着资
本投资的继续增加，结构效应产出弹性开始缓慢下

降，产业结构合理化产出弹性甚至出现了负值。
其原因是，在资本积累的开始阶段，每增加一单

位资本存量将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较大的推

动作用。随着资本积累逐渐丰裕，再增加资本的边
际投入，产业结构优化的产出效应将不再明显，或者

维持稳定，又或者减弱②。结构效应产出弹性的下
降，很可能与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

投资拉动有关，过度投资所造成的要素资源浪费和

产业结构扭曲，对产业效率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此实证结果与干春晖和郑若谷 ( 2009 ) 等［3］提出的
中国资本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存在“结构负利”的

结论相一致。
结构效应产出弹性随着劳动要素而变化的趋势

见表 2 和表 3 的第 3 列。与资本积累的结构效应产
出弹性结果相仿，结构效应选择合理化和高度化的

实证结果都显示，在劳动力要素增加初期，结构效应

产出弹性急剧增长，达到最大值 ( SＲ ( 0. 128 ) ，SH
( 0. 332) ) ，其后随着劳动投入的继续增加，结构效
应产出弹性开始下降。该下降过程又分合理化和高
度化而有所区别，随着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结构合理

化产出弹性是线性递减下降的，结构高度化产出弹

性则是迅速下降后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 ( 约为

0. 146) 。总体上，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产出弹性
关于劳动要素的变化趋势呈现“倒 U型”轨迹。
从总体趋势来看，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结构优化

的产出效应的影响较为相似，均是先促进作用迅速

增加，随着资本和劳动投入到达一定水平后，资本和

劳动的继续增加将使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

作用减弱。从中国资本和劳动投入均持续增长的长
期趋势看，上述实证结果也印证了从“结构性加速”
到“结构性减速”的理论假说。
尽管本文发现中国正从“结构性加速”转向“结

构性减速”，但“结构性减速”与工业增长衰退( 或产
业空心化) 并不等价。一方面，“结构性减速”的涵
义是指产出或生产率增速的降低，并不是指绝对水

平的降低。另一方面，因为在长期产业演进过程中，
工业增加值或就业的份额比例是在逐步降低的，那

么，即使在某一时期内工业的生产率提高较快，该加

速也有可能被份额的降低所抵消，最终体现为工业

增长速度的下降。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发展中国
家，当中国产业发展水平逐步接近技术前沿国家，

“结构红利”效应减弱后的经济加速度回落作为一
种长期趋势，是规律性的，难以避免。在供给层面，
随着低成本技术模仿机会的减少，产业发展需要向

创新驱动转型，技术进步速度会减慢，经济增速也必

然相应减缓，并逐步收敛于技术前沿国家的增速。

①

②

从近年中国经济实际运行数据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印

证，金融危机后的 2010 年第 1 季度 GDP 季度增长率达到 12. 1%的
高峰后，从 2010 年 1 季度到 2015 年第 3 季度，GDP季度增长率已连
续 23 个季度下滑，并已“减速”至 2015 年第 3 季度的 6. 9%。数据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过度的资本投资甚至会严重影响要素资源在产业间的配

置、协调和利用效率，使结构合理化的产出弹性变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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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层面，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大规模

基础建设需求将逐步释放; 中国当前的消费需求难

以有效提升，同时未来也将更加偏向对无形服务的

需求，从而造成“结构性减速”。由此，中国正站在
极其重要的历史分水岭上，未来的中国正进入“结
构性减速”的阶段。

五、结构性减速的预测
中国未来将经历怎样的经济增长，各时期的经

济增长速度为多少? 本部分将采用文核算的各要素

产出弹性，对中国未来 20 年的 GDP增速进行预测。
(一)预测方法

预测的主要思路是，测算预测年份的资本、劳动
力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指数的增长率，再利用
表 1 核算的各要素产出弹性，测算出相应年份的
GDP增长率。在本文的操作中，所采用的步骤具体
如下:

第一步，划分时间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较
强的阶段性，往往以 5 年为一阶段。本文以 5 年为
1 个预测区间，还因为逐年预测较为困难，且本文更
强调不同阶段的平均增长速度变迁，以显示中国经

济结构性减速时代的来临。本文划分时间段，以 5
年为一期，即 1978—1982 年为第 1 期，1983—1987
年为第 2 期，依此类推，那么 2008—2012 年为第 7
期。我们将预测 2013—2017 年 ( 第 8 期 ) ，到
2028—2032 年( 第 11 期) ，共 4 期 20 年的 GDP增长
速度。
第二步，整合资本、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合理化、

高度化指数。本文采用表 1 的各要素产出弹性是基
于各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测算而来，如果预测整个国

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转化成各省区的平均情况。
于是，本文采用 GDP为权重的加权方法，计算资本、
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指数均值。
第三步，设定未来资本、劳动力和产业结构合理

化、高度化指数增速的递减速度。本文设定高中低
三档递减速度，分别为 40%、35%和 30%，也就是，
以 2008—2012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标准，以后每 5 年
各要素年均增速逐次递减 40%、35%和 30%。
第四步，利用投入产出弹性，预测 GDP 的增速。

根据第三步递减速度调整的各要素年均增速，乘以

各自的产出弹性，然后加总起来，得出 GDP 增长。
具体为: gGDP = β × gk + γ × gl + λ × gSＲ( SH) ，其中，

gk、gl、gSＲ( SH)分别是经过递减速度调整的资本、劳动
与产业结构合理化( 高度化) 指数的增长率，β、γ、λ
分别为资本、劳动与产业结构指数的产出弹性，gGDP

就是预测的 GDP增长率。
(二)方法检验

在给出 2013—2032 年的 GDP 增长率预测结果
之前，为了检验上述方法的准确性，我们采用该方

法，预测 1978—2012 年的年均增长率，再与实际情
况对比。
采用上述方法，中国 1978—2012 年年均资本的

增速为 12. 72%，劳动力的年均增速为 0. 48%，合理
化指数的年均增速为 － 2. 48%，高度化指数的年均
增速为 4. 39%。结合表 1 的产出弹性，其中，采用
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合理化指数的测算显示 1978—
2012 年 GDP 年均增长 9. 42%，高度化指数则预测
出 GDP 年均增长率 9. 15%①; 采用参数估计的方

法，合理化指数预测的 GDP 年均增长率为 9. 38%，
高度化指数预测为 9. 29%。该结果与历史实际结

表 4 预测的历史数据检验

非参数估计

要素 增速( % ) 弹性 相乘 要素 增速( % ) 弹性 相乘

K 12. 7169 0. 6668 8. 4796 K 12. 7169 0. 5805 7. 3822
L 2. 6913 0. 4779 1. 2862 L 2. 6913 0. 3822 1. 0286
SＲ － 2. 4826 0. 1399 － 0. 3473 SH 4. 3871 0. 1689 0. 7410
共计( % ) 9. 4185 共计( % ) 9. 1517

参数估计

要素 增速( % ) 弹性 相乘 要素 增速( % ) 弹性 相乘

K 12. 7169 0. 6559 8. 3410 K 12. 7169 0. 6265 7. 9671
L 2. 6913 0. 4342 1. 1685 L 2. 6913 0. 3916 1. 0539
SＲ － 2. 4826 0. 0654 － 0. 1624 SH 4. 3871 0. 0604 0. 2650
共计( % ) 9. 3472 共计( % ) 9. 2860

① 采用的是 a = 0． 9，即窗宽为 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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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9. 5%的年均增长率相差不远。可见，本文预测
方法是较为可行与准确的。
(三)预测结果

在验证了预测方法的可行性与准确性之后，按

照高速减速、中速减速和低速减速的设定，预测
2013—2032 年 4 个五年期的年均 GDP 增长率。表
5 是使用非参数估计产出弹性的预测结果。
表 5 2013—2032 年年均 GDP增长率———非参数估计

合理化

阶段 2013—2017 2018—2022 2023—2027 2028—2032
高速减速 6. 7549 4. 0530 2. 4318 1. 4591
中速减速 7. 3179 4. 7566 3. 0918 2. 0097
低速减速 7. 8808 5. 5165 3. 8616 2. 7031

高度化

阶段 2013—2017 2018—2022 2023—2027 2028—2032
高速减速 6. 8362 4. 1017 2. 4610 1. 4766
中速减速 7. 4059 4. 8138 3. 1290 2. 0338
低速减速 7. 9756 5. 5829 3. 9080 2. 7356

表 5 采用的是 a = 0. 9，即窗宽为 0. 55 的产出
弹性。合理化指数方程的分析结果显示: 在中速减
速设定中，2013—2017 年的年均 GDP 增长率为
7. 32% ; 2018—2022 年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4. 76% ;
2023—2027 年为 3. 09% ; 2028—2032 年为 2. 01%。
在高速减速中，四个阶段的 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6. 75%、4. 05%、2. 43%和 1. 46%。在低速减速中，
四个阶段的 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7. 88%、
5. 52%、3. 86%和 2. 70%。高度化指数方程的分析
结果显示: 中速减速设定中，2013—2017 年的年均
GDP增长率为 7. 41% ; 2018—2022 年年均增长率为
4. 81% ; 2023—2027 年为 3. 13% ; 2028—2032 年为
2. 03%。在高速减速中，四个阶段的 GDP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 6. 84%、4. 10%、2. 46%和 1. 48%。在低
速减速中，四个阶段的 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7. 98%、5. 58%、3. 91%和 2. 74%。由此可做出预
测，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时代正来临，2013—2017
年的年均增长率在 6. 75 ～ 7. 96% ; 2018—2022 年的
年均增长率为 4. 05 ～ 5. 58% ; 2023—2027 年的年均
增长率在 2. 43 ～ 3. 91% ; 2028—2032 年的年均增长
率为 1. 46 ～ 2. 74%。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面对中国经济是否在 2012 年后进入“结构性减

速”阶段，本文以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研判中国经
济“结构性减速”阶段的来临，并预测未来 20 年的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首先改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数，

分析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演进过程，在此基础上，使

用非参数面板计量估计方法验证了中国产业结构调

整与经济增长的“倒 U 型”动态演变轨迹。结果显
示，无论是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还是产业结构

高度化指标，结构效应的产出弹性皆随产业结构调

整、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增加，呈现了先加速增大，
在达到一定峰值后，再缓慢下降的“结构性加速”到
“结构性减速”的动态路径过程。从 2012 年整体上
看，中国正处于“结构红利”的峰值附近，经济进入
了“结构性减速”阶段。其后，采用各要素的产出弹
性，本文预测了未来 20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描绘
出“结构性减速”阶段的路径，预测结果显示，中国
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在 2013—2017 年进入“7 时代”、
在 2018—2022 年进入“5 时代”甚至“4 时代”，在
2023—2027 年进入“3 时代”甚至“2 时代”; 在
2028—2032 年进入“2 时代”甚至“1 时代”。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突出“创新驱动”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
用。相比合理化，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将越发重要。相较产业的比例变化，各产业技
术创新和效率提升的产出效应也将更为关键。所
以，在未来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过程中，要更加注

重“创新驱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产业
研发投资，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和先进
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

升级和竞争力提升。通过推动新能源、生物工程、通
信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壮大，提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第二，利用地区的阶段性差距所带来的发展空

间和潜力，进一步释放欠发达地区的“结构红利”。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工业化后期，均出现了经济
增速的“台阶式”陡降现象( 经济增长率从 8% ～9%
的高速骤降至 3%以下的中低速并延续至今) 。随
着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初现端倪，中国经济“崩
溃”论、“硬着陆”论也接踵而至。然而，区别于上述
经济体，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产业结构调整的产出

效应的阶段性差异也较大，这为“稳增长”带来了巨
大的空间。合理规划产业的空间布局，东部先发展
起来的地区应从过去追求增长型的经济转向利用增

长型的经济，充分利用经济的增长能力，改善劳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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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充实社会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提高

教育水平，扩大国际合作;中西部地区应进一步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欠发达地区的“结构红利”将为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动力。
第三，针对区域间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阶段

性差异，通过“因势利导”和“增长甄别”选择适合各
省区自身的最优产业政策。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
论，地区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在任何特定时

间是给定的，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目前，中国
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

构调整的目标和重点也应不同。各省区地方政府应
甄别本省区产业结构变迁所处的阶段，遵循本省区

的比较优势以规划和施行本地区的产业政策，推动

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第四，中国经济发展应注重“转方式”和“调结

构”，注重资源节约有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
结合，以获取高质量和高效益的经济增长。中国经
济增长处于“倒 U 曲线”的拐点，正面临“结构性减
速”，过去“结构性加速”阶段以过度消耗资源、环境
污染、高碳排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资
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形势严
峻。经济从高速到中高速的结构性转变有助于改变
唯 GDP观念，经济增长目标的适当下调更能为夯实
经济增长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预留空间。这需要坚
持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念，依托低碳

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把握中国经济焕发

新活力的产业生态化路径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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